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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儘管澳門因其多元的社會環境以及全球華語概念的蓬勃發展而日益受
到學界關注，卻少有研究探索其聲調變異，尤其是雙字調。本文透過
實驗語音學的方法，探究了澳門「國語」連上變調的變異。筆者收集
了澳門 24 位發音人的語音數據。雖然他們的母語為粵語，但是他們均
能流利使用「國語」進行交流。研究結果表示：澳門「國語」陽平在
雙字中均為平升調，這可能與聲調簡化相關；此外，由於語音環境的
不同，雙字陽平、變調上聲在聲學屬性與單字陽平存在顯著差異；在
澳門「國語」中，無論後字上聲調形如何變化，連讀變調規則似乎依
然適用。這表明在雙字組中，上聲實現為平升調，這並不等於上聲變
成了陽平。本文嘗試對澳門「國語」聲調的變異展開描寫，補充了全
球華語聲調變異研究的研究案例，對理解聲調變異的動因及澳門「國
語」教學有一定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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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伴隨着中文國際傳播和全球華語崛起的大
勢，華語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祝曉宏，2021）。全球華語的概念是
在華語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明確其內
涵，揭示其外延（刁晏斌，2015、2018；李宇明，2017；周清海，
2017 等）。目前接受度較高的定義為「以普通話 / 傳統國語為基礎的
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刁晏斌，2015、2018；李宇明，2017）。全球
華語變體主要包括中國大陸的普通話、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的「國
語」和海外華語（李宇明，2017；刁晏斌，2018）。目前，全球華語
變體研究集中於詞彙及語法研究，如《全球華語大詞典》（李宇明，
2016）、《全球華語語法：香港卷》（田小琳，2021）等。相比詞彙與
語法研究，語音方面至今未見系統的研究（郭熙，2017；王曉梅，
2017）。現有的全球華語變體語音研究主要集中在輔音、元音及單字
調方面（王茂林，2011; Chuang & Fon, 2010; Chang & Shih, 2015; T. 

Huang, 2016），對華語變體的二字組變調的變異知之甚少。
此外，全球華語語音研究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就目前情況來看，

已有的華語語音研究集中於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東南亞地區。澳門是
全球華語中的重要一員。由於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地理位置，澳門是
一個多元文化交匯的多語城市。澳門的官方語言為中文 18 與葡萄牙文，
粵語一直是澳門最通行的日常語言，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在澳門的地
位也日趨重要，由此確立了澳門「三文四語」的基本格局。澳門因其
多元的語言景觀，歷來被稱作「語言博物館」（程祥徽，2021），但也
使澳門「國語」與其他地區華語變體有不少差異，因此澳門是研究語
言變異的寶藏之地。

二、文獻綜述

華語作為一種聲調語言，其聲調具有辨義功能。且對普通話研究

18 郭熙、曹賢文（2024）指出中文的稱說錯綜複雜，多樣稱說的方式同時存在。依據全球華語理論框架，
中文在澳門的指稱一般為澳門「國語」（周清海，2008；刁晏斌，2018），因此本文採用澳門「國語」一詞。

結果表明，單字調及二字調構成了普通話的基本單元，是揭示語調規
則的津梁（吳宗濟，2008）。劉俐李（2004）表示，單字調是指音節
單念時的調值，也是研究聲調系統的基礎，單字調是靜態的，而連讀
調是單字調的動態模式。單字調和連讀變調的變化不一定一致，這與
調類分化和合併的步伐不同有關，往往是單字調變化快而連讀變調變
化慢，因此單字調很可能呈現的是變化後的模樣，而連讀變調表現的
是變化前的模樣。這和王士元的看法一致：連讀變調通常比較保守，
因為其中保存了單字調中已經失去的差異（引自劉俐李，2004）。普
通話共有四個單字調：陰平、陽平、上聲及去聲。按照五度值來計
算，四個聲調的調值分別為 [55], [35], [214] 及 [51]。石锋（1994）表
示聲調不具絕對的意義，只有相對意義。因此，每個聲調都有一定的
動態性：陽平為 [35]、[24] 或 [13], 上聲為 [214]、[212] 甚至 [101] 都
具有同等區別語意的功能。鄧丹等（2006）認為普通話陽平為 [35]、
上聲 [212]。學界對於台灣「國語」的陽平是曲折調還是升調，上聲
是曲折調、低降調還是平調一直存在爭議（Fon & Chiang 1999; K. 

Huang, 2017; Kuo, 2018; Sanders, 2008）。熊子瑜、李愛軍（2008）表
示台灣「國語」的陽平在上升前會出現一段幅度較大的下降階段或者
一段時間較長的音高持平階段。在馬來西亞華語中陽平為升調 [24] 或
平升調 [223]，上聲為低降調 [21] 或中降調 [31]（T. Huang, 2016; Ren 

& Chiew, 2024），新加坡華語的陽平為 [24]，上聲為 [211]（Chua, 

2003）。此外，Lee（2010）認為新加坡華語的陽平在上升前也會出
現一段時間相對較長的持平階段。Ren & Wang（2025）對澳門「國
語」單字調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雖然澳門「國語」的單字陽平和
上聲有不同的聲調變體，兩調類的主要變體均為平升調 [223]，因此澳
門「國語」陽平和上聲的主要聲調變體發生了合併，且女性引領陽平
與上聲合併，而聲調合併的主要動因為當地粵方言的影響。除主要變
體外，陽平還有高平調、高降調、中降調變體，上聲還有中降調、曲
折調、高平調以及高降調變體。此外，Ren & Wang（2025）的研究結
果顯示：代際差異主要表現在不同年齡組使用各變體的頻率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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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聲調的聲學屬性的差異。由此可見，儘管以上研究結果並不完全一
致，但是澳門、台灣「國語」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華語的陽平調似
乎都由升調變為平升調。

當聲調語言兩個或以上的音節相連時，音節所屬調類的調值有時
會發生變調，這種現象稱之為「連讀變調」（林燾、王韞佳，2018）。
普通話中最常見的就是上聲連讀變調：當上聲處在陰平、陽平和去聲
之前，上聲的調值會變為 [21]；當兩個上聲相連之時，第一個上聲的
調值會變為 [35]。因此，上聲有三個變體：全上 [214]、半上 [21] 及
升調 [35]，且三個變體出現的語音環境並不相同。學界歷來重視普通
話的連上變調，而關於其他全球華語變體的連上變調研究相對不足。
鄧丹等（2005）對比了普通話與台灣「國語」的雙音節詞的韻律表現。
研究結果表明：普通話陽平是中升調，而台灣「國語」陽平是中平調；
普通話上聲是曲折調，而台灣「國語」上聲是低降調。Yin（2020）對
台灣「國語」的兩字組連上變調進行研究，發現普通話的兩字組連上
變調屬於調類改變（categorical change），而台灣「國語」的兩字組連
上變調屬於聲調簡化（tonal reduction）。邱克威（2018）對馬來西亞

「居鑾華語」的兩字組變調進行研究，發現「居鑾華語」並無連讀變
調。T. Huang（2016）對馬來西亞檳城的華語進行聲學分析，研究表
明馬來西亞華語的連上變調與普通話和台灣「國語」有顯著差異，且
馬來西亞華語的變調上聲與馬來西亞華語陽平在調形上具有顯著差異
性，但是在時長方面一致。Chiew（2021）對馬來西亞華語語流中的
連上變調的聲學研究表明：馬來西亞華語的連上變調與普通話一致，
但是在調值和發聲態上有所不同。Chua（2003）將新加坡華語的連上
變調規則歸納如下：

T3 [211] → T2 [24]/____ T3 [211]

因此，新加坡華語的連上變調規則與普通話一致，只是在調值上
有所差異。Chua（2003）也指出，當上聲音節與新加坡華語「第五聲」19

音節相連時，上聲並不遵循此變調規則。由此可見，由於社會語言環

19 關於華語「第五聲」之研究見 Chen (1983)以及 Choo (2013).

境的不同，全球華語變體連上變調規則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異。
在澳門多元環境的影響之下，澳門「國語」單字調有明顯的變

異，如陽平與上聲調的合併（Ren & Wang, 2025）。基於單字調的變
異，澳門「國語」的連上變調也很可能變異。但是對於澳門「國語」
的連上變調變異卻着力較少，因此極具探索的必要和空間。基於此，
本研究採用實驗語音學方法，考察澳門「國語」連上變調的變異情況，
以期能夠及時記錄澳門「國語」的語音特點，為當地開展中文教學提
供一些事實依據。本研究具體回答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1）	澳門「國語」的連上變調規則有何變異？
（2）	澳門「國語」連上變調中的上聲變體是否與澳門「國語」的

單字、雙字陽平一致？

三、 研究方法

（一）語料設計

本實驗的語料選自於澳門「國語」相關課題的語音數據庫，該數
據庫的朗讀語料包括單字調和雙字調字表。兩字表均依據中古聲調，
即四聲八調系統為架構，並且考慮全濁、次濁、全清、次清的均衡，
同時考慮韻母的均衡。為考察連上變調的上聲變體與單字、雙字陽平
是否一致，本研究從該課題的語音數據庫中共選取了 18 個單音節陽平
字。此外，雙字組共選取 8 個詞語，包括陽平 + 上聲及上聲 + 上聲兩
種組合，兩個組合各 4 個詞語，具體語料見附錄。

（二）受試

本實驗共有 24 位發音人。選擇發音人的具體要求為：發音人都
是在澳門出生或者 7 歲之前移居到澳門的定居者、均能流利地使用

「國語」進行交流且能夠認讀漢字。所有發音人的家用語言均為粵語，
在社會上他們通常使用粵語或「國語」進行交流。在 24 位發音人中，
女性 15 名，男性 9 名。24 發音人的年齡介於 26 至 61 歲之間，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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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聲調的聲學屬性的差異。由此可見，儘管以上研究結果並不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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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華語「第五聲」之研究見 Chen (1983)以及 Cho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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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為 37.08 歲（標準差 = 10.85）。根據發音人對其「國語」水平的
評分（評分範圍為 1：低熟練度 -5: 高熟練度），我們計算了發音人「國
語」水平的得分：平均值为 3.04（標準誤 = 0.62）。因此，發音人的
國語水平比較接近中等水平。由於 Ren & Wang（2025）的研究結果顯
示年齡對聲調屬性沒有顯著影響，而女性引領聲調合併。因此，本文
主要考察性別對連上變調的影響。

（三）數據採集

語料庫語料通過 Microsoft PowerPoint 以幻燈片的形式隨機呈現給
發音人。為避免頁碼效應，幻燈片的開始與結尾處均加入了兩個填充
字（詞）（朱曉農，2018），所有填充詞不納入統計分析。每張幻燈片
之間間隔 2 秒。發音人從頭至尾讀完所有例字（詞）後，再進行第二
遍朗讀，因此每個例字（詞）朗讀兩次。發音人先完成雙字朗讀再進
行單字朗讀。錄音通過 TASCAM DR40X 採集到錄音設備中，該錄音
設備的採樣率為 44,100 赫茲，採樣精度為 16 位。錄音均在安靜的環
境下進行。

（四）聲學分析

本研究共從語料庫中選取了 864 個單字樣本（24 人 ×18 例字
×2 遍）及 384 個雙字樣本（24 人 ×8 例詞 ×2 遍）。在 864 個單字
樣本中，有 31 個樣本存在漏讀或者有較大程度的嘎裂聲，因此不再納
入後續的統計分析。在 384 個雙字樣本中，有 24 個樣本存在漏讀或者
有較大程度的嘎裂聲，還有 6 個樣本並沒有發生連讀變調，因而不再
納入後續的統計分析。對於剩餘的 833 個單字樣本以及 354 個雙字樣
本（179 個陽平 + 上聲，175 個上聲 + 上聲），我們將其載入 Praat 軟
件（Boersma & Weeinik, 2021），參照波形圖和頻譜圖手動標注出音節
的韻母段。我們再使用 ProsodyPro 腳本（Xu, 2013）進行基頻的修補、
提取以及平滑。我們對每個樣本的韻母段等距離提取 10 個基頻測量點
以及其相應時長。為避免輔音及音節末尾語調的影響，我們去除第一

個和最後一個基頻測量點，剩餘的 8 個測量點以及其相應時長用於作
圖和統計分析。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原始基頻進行統計分析。雖然基頻歸一化可以歸併發
音人之間的調域差異，但是後續的統計也可以處理數據中的變異性。
如果在統計分析之前進行歸一化處理，這可能會預先扭曲數據，從而
使最終的統計結果失去有效性（Xu, 2024）。為測量變調上聲是否與
陽平一致，我們會比較其聲調的音高最小值、聲調末點的音高值，以
及聲調的調域及斜率。由於提取出來的基頻測量點已經進行時長歸一
化，因此本研究的聲調調域和斜率一致。聲調的調域（斜率）為聲調
末點基頻值減去音高最小值。

本研究使用 R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我們使用 { lme4} 程序包
（Bates et al., 2015）中的 lmer 函數，構建混合效應的線形回歸模型來
擬合數據（Baayen et al., 2008）。模型有四個自變量，音高最小值、末
點音高值、調域（斜率）以及時長。為避免自變量數據分佈的正偏斜
問題，我們把數據進行對數轉換。聲調類型（單字調陽平，雙字調陽
平，變調上聲）、性別以及兩者的交互效應為固定效應因素，而發音
人和樣本則是模型的隨機效應因素。擬合模型時，遵循「保持最大化」
原則（Barr et al, 2013），確保模型隨機效應結構總是擬合既包括發音
人也包括發音樣本的隨機斜率（slope）和隨機截距（intercept）。若模
型出現無法擬合的問題，則保證模型的解釋力不變的前提下，簡化隨
機效應結構。為檢測聲調類型和性別的主效應，我們對兩者進行偏差
編碼。此外，為檢測固定效應項，我們使用 {LmerTest}（Kuznetsova 

et al, 2017）以及 {pbkrtest} 程序包（Halekoh & Højsgaard, 2014）中的
Kenward–Roger 方法來測算其自由度。使用 {emmeans} 程序包進行事
後檢驗，並使用 Bonferroni 法對 p 值進行校正。本研究拒絕零假設的
顯著水平設置為 α= 0.05，但報告具體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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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分析

（一）聲學分析結果

圖 1 为單字陽平調形的比例圖，可以看出澳門「國語」的单字陽
平的主要調形為平升調（LR）。圖 2 展示了男性與女性發音人的單字
陽平主要調形的曲線圖。由圖 2 可知，男性與女性的調形比較一致，
女性的調域高於男性。

圖 1. 單字陽平調形比例圖

圖 2. 單字陽平聲調曲線圖：男性（a）女性（b）。誤差帶區域為 ± 標準差

圖 3 為雙字組聲調比例圖。圖 3 可以看出，澳門國語的陽平 + 上
聲以及上聲 + 上聲組合中，後字上聲均有不同的調形。其中主要變體
為低降調（f），其次為平升調（LR），曲折調（D）出現頻率最低且
只在女性發音人中出現。此外，儘管後字上聲調形發生變化，前字陽
平以及前字上聲均實現為平升調（LR）。

圖 3. 雙字組聲調調形組合比例圖

圖 4 展示了男性和女性發音人陽平 + 上聲以及上聲 + 上聲聲調組
合的調形曲線圖。從圖 4（a）可以看出，男性的變調上聲與雙字陽平
的調形比較一致，先出現一段相對較長的音高持平階段，而單字調陽
平先出現一段較大幅度的音高下降；變調上聲與雙字陽平調形末尾上
升階段的幅度比單字調陽平上升階段的幅度大。而三個聲調變體的音
高最低值都出現在前三個基頻點。圖 4（b）展現了女性的雙字聲調組
合的調形曲線圖。從圖 4（b）可以看出，女性的變調上聲與雙字陽平
的調形基本一致，先出現一段音高持平階段再上升。而單字陽平先出
現一段幅度較小的音高下降階段再上升。單字陽平上升階段的音高明
顯低於變調上聲與雙字陽平的音高。此外，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最
低點出現於第三個點或者第四個點，而單字陽平的最低點出現於第五
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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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單字陽平調形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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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雙字組聲調曲線圖：男性（a）女性（b）

                   （a）

                    （b）

單字陽平、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時長模式見圖 5。從圖 5 可以
看出，男性與女性的時長模式基本一致，單字陽平最長，其次分別為
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男性和女性的單字陽平比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
長 100 毫秒左右，差異比較明顯。但是男性與女性的雙字陽平和變調
上聲的時長差在 20 毫秒左右。此外，女性的三個聲調變體的時長均長
於男性，但是時長差在 20 毫秒左右。

圖 5. 聲調時長圖：男性（a）女性（b）

（a）

（b）

（二）統計分析結果

為了驗證我們的聲學觀察，我們對單字陽平，雙字陽平以及變調
上聲的音高最小值、末點音高值、斜率以及時長進行統計分析。下面
依據自變量報道結果。

音高最小值：如表 1 所示，性別沒有主效應，與聲調變體類型也
不存在交互效應，但是聲調變體變調上聲有顯著的主效應。事後分析
結果顯示，單字陽平和雙字陽平的音高最小值有顯著差異（β =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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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 0.02, t = -3.23, p = 0.010），單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音高最小值也
有顯著差異（β = -0.06, SE = 0.02，t = -2.82, p = 0.029），但是雙字陽
平和變調上聲的音高最小值無顯著差異（β = -0.01, SE = 0.03, t = 0.34, 

p = 1.00）。

表 1. 混合效應線形回歸模型統計結果：音高最小值

估計項 估計值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

截距（Intercept） 4.923e+00 5.581e-02 2.505e+01 88.20 <2e-16

性別男 -1.196e-02 1.053e-02 1.089e+03 -1.14 0.256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2.694e-02 2.330e-02 2.313e+01 1.16 0.259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5.194e-02 1.594e-02 2.314e+01 3.26 0.003

性別男 :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1.513e-03 1.049e-02 1.077e+03 -0.14 0.885

性別男 :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1.366e-02       7.385e-03 1.078e+03 -1.85  0.065

末點音高值：從表 2 可知，性別無主效應，而聲調變體類型有顯
著的主效應。此外，性別與聲調變體類型不存在顯著的交互效應。事
後檢驗結果說明，單字陽平和雙字陽平的末點音高值有顯著差異（β 

= -0.12, SE = 0.02, t = -5.62, p < 0.001），單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末點
音高值也有顯著差異（β = -0.11, SE = 0.02, t = -5.24, p = 0.0001），但
是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無顯著差異（β = 0.01, SE = 0.03, t = 0.29, p = 

1.00）。

表 2. 混合效應線形回歸模型統計結果：末點音高值

估計項 估計值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

截距（Intercept） 5.129e+00 5.566e-02 2.482e+01 92.15 <2e-16

性別男 1.558e-02 1.541e-02       1.097e+03 1.04 0.300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1.082e-01         2.229e-02 2.332e+01 2.36 0.027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8.568e-02      1.525e-02 2.333e+01 5.62 9.72e-06

性別男 :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2.396e-02       1.502e-02 1.078e+03   1.60 0.111

性別男 :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1.820e-02        1.057e-02 1.078e+03 1.72 0.085

斜率：從表 3 可以看出，性別沒有主效應，聲調變體有顯著的主

效應，性別與聲調變體類型不存在交互效應。事後檢驗結果說明，單
字陽平和雙字陽平的調域有顯著差異（β = -0.33, SE = 0.12, t = -2.81, 

p = 0.030），單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斜率有顯著差異（β = -0.33, SE = 

0.12, t = -2.80, p = 0.030），但是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斜率無顯著差
異（β = 0.001, SE = 0.15, t = 0.01, p = 1.00）。

表 3. 混合效應線形回歸模型統計結果：斜率 

估計項 估計值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

截距（Intercept） 3.276e+00           1.027e-01 4.074e+01 31.90 <2e-16

性別男 -6.795e-03         8.348e-02 5.859e+02 -0.08 0.935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1.659e-01         1.228e-01 2.338e+01 1.35 0.190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2.360e-01           8.401e-02 2.339e+01 2.81 0.001

性別男 :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5.434e-02   8.943e-02 1.080e+03 0.61 0.544

性別男 :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1.102e-01      6.285e-02 1.087e+03 1.75 0.080

時長：如表 4 所示，性別有主效應，聲調變體類型也有主效應，
但是兩者之間不存在交互效應。事後檢驗結果說明，單字陽平和雙字
陽平的時長有顯著差異（β = 0.42，SE = 0.05，t = 8.42，p < 0.0001），
單字陽平和變調上聲的時長也有顯著差異（β = 0.48，SE = 0.05，t = 

9.57，p < 0.0001），但是雙字陽平和變調上聲在時長上沒有顯著差異
（β = 0.06，SE = 0.06，t = 0.91，p = 1.00）。

表 4. 混合效應線形回歸模型統計結果：時長

估計項 估計值 標準誤 自由度 t 值 p 值

截距 5.29     0.03 44.67 145.46  <2e-16

性別男 -0.05    0.03 525.50  -1.85  0.065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0.26       0.05 23.21 -5.00 4.59e-05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0.30         0.04 23.21 -8.44 1.59e-08

性別男 : 聲調變體雙字陽平 0.06      0.03 1088.55 2.09 0.037

性別男 : 聲調變體變調上聲 -0.01      0.02 1088.23 -0.47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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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本研究討論了澳門「國語」連上變調的特徵，試圖回答兩個研究
問題，即連上變調變異情況如何以及連上變調中的上聲變體是否與單
字陽平、雙字陽平聲學屬性一致。

從以上結果可以知道，澳門「國語」的陽平調無論在單字亦或是
雙字中均在上升前出現了音高持平階段，持平階段大概占據了整個聲
調段一半。因此，單字陽平、雙字陽平和變體陽平似乎都實現為平升
調。但是在石鋒（1994）、鄧丹等（2006）對普通話的研究中，均未
發現普通話的陽平調在上升前出現持平階段。但是，在其他華語變體
中，如台灣「國語」、馬來西亞、新加坡華語，研究者們發現發音人
在發陽平時，都會出現一段音高持平的階段，然後再上升（熊子瑜、
李愛軍，2008；K. Huang, 2017; Lee, 2010; Ren & Chiew, 2024）。Ren 

& Wang（2025）同樣指出，澳門「國語」的單字陽平的主要調形變
體為平升調。這也就表示，上升調變為平升調在全球華語變體中是常
見的現象。Ren & Wang（2025）表示由於台灣、澳門、新加坡、馬來
西亞各地使用的方言並不完全相同，因此方言的影響似乎無法解釋此
變異。Pittayaporn（2007）指出聲調演變的趨勢是：動態的聲調更傾
向於變為靜態聲調。即在聲調演變中，音高變化幅度會減小，聲調曲
線從而變得更加平緩。T. Huang （2016）、K. Huang （2017）、Ren & 

Chiew （2024）、Ren & Wang （2025） 均贊成此觀點：在各地華語變體
中，陽平出現持平階段也是一種聲調曲線的簡化，是語音演變的自然
趨勢。鄧丹等（2005）指出，在雙音節韻律詞中，台灣「國語」實現
為中平調。同樣地，K. Huang（2017）表示台灣「國語」陽平由 [35]

變為 [23]/[22]/[323]。T. Huang（2016）也表示來西亞華語陽平很可能
會變成一個平調而非維持升調。因此，本研究中雙字陽平也實現為平
升調就可以理解了。

此外，我們統計結果說明，雙字陽平與變調上聲在音高最小值、
末點音高值、斜率以及聲調時長上都沒有顯著差異，且男性和女性在
這些參數方面也不存在顯著差異，因而在澳門「國語」中，雙字陽平

以及變調上聲的聲學性質是比較一致的，這也意味着人們用耳朵可能
難將兩者區分開來。但是雙字陽平、變調上聲與單字陽平在音高最小
值、末點音高值、斜率以及聲調時長上都存在着顯著的差異，這很可
能是由於雙字和單字的語音環境不同而造成的：單字調是聲調的靜態
形式，而雙字調是單字調的動態形式。單字調不受語流音變的影響，
但是易受邊界效應的影響。雙字調受語流音變的影響，但是雙字組中
的前字受邊界效應的影響比單字小，從而可能造成兩者聲調屬性的差
異。由此可見，變調上聲、雙字陽平與單字陽平不盡相同。

雖然澳門「國語」的連上變調與普通話基本保持一致，但是澳門
「國語」的連上變調的語音形式比其他全球華語變體要複雜得多。根據
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將澳門「國語」的連上變調規則暫時歸納如下：

T3 → 平升調 /____ T3 （下降調 / 平升調 / 曲折調）
在澳門「國語」陽平 + 上聲以及上聲 + 上聲的組合中，我們發現

後字上聲有三個主要調形：下降調、平升調和曲折調，其中下降調出
現的頻率最高，且其出現頻率遠遠高於平升調，而曲折調出現頻率較
低且只出現在女性發音人中。但是 Ren & Wang（2025）的研究發現
澳門「國語」單字上聲的主要變體為平升調。因此雙字組的後字上聲
和單字上聲的主要調形並不一致。這可能印證了劉俐李（2004）所說
之規律：單字調變化快而雙字調變化慢；單字調呈現的是變化後的模
樣，而雙字調呈現的是變化前的模樣。在整個澳門地區，粵語一直是
優勢腔調，經過多年的擴展，同化，澳門「國語」的單字上聲逐漸向
粵語上聲靠攏，升調佔優勢。但是連讀變調變化慢，保留未變之時的
形態，下降調佔優勢。但為何澳門「國語」後字上聲的主要調形是下
降調而非曲折調？ Sanders（2008）在對台灣「國語」陽平和上聲的研
究中表示，上聲有三個變體：曲折調、下降調和上升調，而在日常生
活中下降調是最常見的調形變體，因此發音人在語流中更可能使用下
降調作為上聲的主要調形。石鋒、冉啟斌（2011）提出半上聲才是普
通話上聲的本質，因爲曲折調形只出現在單字中，調尾是邊界現象造
成的。Shi（2020）进一步提出，對普通話聲調的描寫應該從以單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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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轉變為以連讀調為基礎，因此上聲的基礎應該是語流中的變體
[11] 而非 [214]。由此可見半上並不是全上的變體，半上和全上是平
等地位。此外，由於歷史原因，澳門與中國大陸地區曾有一段時間處
於長期分離的狀態。如周清海（2008）所言，1949 年後，各地華語變
體（台灣、香港、澳門「國語」及海外華語）與普通話分別發展，受
普通話的影響很小。Ren & Wang（2025）的研究也說明了此點。Ren 

& Wang（2025）對單字調的研究發現：僅年輕人使用曲折調形，老年
人未見使用。他們認為這是由於澳門回歸以後語言政策與教育政策發
生了極大的轉變，社會生活的變化會引起語音的變化。特別是 Zhang

（2019）表示澳門部分學校的「國語」課的教學媒介語已經由粵語轉向
「國語」。大陸的普通話是澳門「國語」課的教學規範，因此澳門回歸
之後，年輕人受普通話的影響越來越大，逐漸開始使用上聲曲折調。
由此可見，曲折調可能是澳門回歸之後的「產物」。

此外，根據以上變調規則，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後字上聲調形如
何變化，連讀變調規則似乎依然適用。換言之，在上聲 + 上聲的聲調
組合中，即使後字上聲變為平升調，上聲變體規則依然適用。根據普
通話變調規則，當上聲與非上聲相連時，前字上聲會變成低降調。換
言之，在普通話中，當上聲與陽平（升調）相連時，上聲會變成低降
調，在新加坡華語中亦如是。但是在澳門「國語」中，條件不同，何
以變調相同？本研究發現，在陽平 + 上聲的聲調組合中，前字陽平與
單字陽平在聲學表現、時長上都有顯著的差異。這說明在雙字組中，
即使澳門「國語」的上聲變為平升調，這並不等於上聲變成了陽平。
同理，澳門「國語」的後字上聲變為平升調，這也並不等同於後字上
聲變成了陽平。因此，連讀變調規則依然適用。

六、 結語

本文探討了澳門「國語」連上變調的變異情況。研究發現，（1）
澳門「國語」陽平在雙字中均為平升調，這可能與聲調簡化相關。

（2）雙字陽平、變調上聲在聲學屬性與單字陽平存在顯著差異，這很

可能是由於語音環境的不同而造成的。（3）在雙字組中，即使上聲實
現為平升調，這並不等於上聲變成了陽平。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後字
上聲變為平升調，連讀變調規則依然適用。本研究嘗試對澳門「國語」
連上變調開展描寫，補充了全球華語語音變異的研究案例。語言總是
處於變化當中，澳門「國語」聲調系統是語言研究的寶藏，因為該系
統既體現了澳門社會環境的多元性也體現了澳門語言的多樣性。基於
澳門多元的環境，相應的「國語」教學也應當「因地制宜」開展，從
而保護當地語言的多樣性。儘管本研究有以上貢獻，但是由於本研究
的語料提取於課題語音庫，因此選字數量偏低、聲韻調變量不夠大。
此外，為均衡各聲韻調，本研究在選字條件不太一致，這難免會對調
值、時長等因素產生影響。因此，本文的結果是否準確地反映了澳門

「國語」連上變調的實際特徵，仍有待於更嚴謹的研究設計加以驗證，
並需結合更大規模的發音人樣本進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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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字表

陽平 婆、題、拿、房、娘、田、雷、肥、財、吉、則、罰、學、直、昨、十、
白、絕

陽平 + 上聲 長尺、牛奶、詞組、紅棗

上聲 + 上聲 保險、膽小，尺碼、米粉

Tonal Variations in Tone 3 Sandhi in Macau Mandarin

REN, Xin*  WANG, Huihui

Abstract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tonal variations, particularly tone sandhi 

in Macau Mandarin despite a growing recognition of Macau for its multilingual 

contex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hinese paradigm.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variation of Tone 3(T3) sandhi in Macau Mandarin. Twenty-four 

fluent Mandarin speak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Cantonese, were recruited for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dhi T3 is mainly realized as the level-rising 

contour rather than rising tone in Macau Mandarin, 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tonal reduction. Additionally, due to the different contexts in citation and sandhi 

tones, the non-final T2 in the T2T3 combination and the sandhi T3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the citation T2. Furthermore, regardless of the tonal variations in final 

T3 in the T3T3 combination, T3 sandhi consistently implement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urface sandhi contours are parts of the abstract T3 category instead of 

parts of morphemes. This study offers a case study of tonal variations in the Global 

Chinese field,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ces of tonal variations 

and has implications for Mandarin teaching in Macau. 

Keywords: tonal variations, tone 3 sandhi, Macau Mandarin, Glob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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